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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央革命根据地创建历程
1928年年底，国民党湘赣粤三省大军围攻井冈山。彼时红军尚不够强大，坚持有一个多月，因力量悬殊无法击退敌军，1929年1月，毛泽东、朱德、陈毅等率领红四军主力3600余人从井冈山向赣南艰难转战，乘新军阀混战、国民党内部矛盾重重之际，抓住革命发展的有利时机主动出击，在赣南、闽西地区大踏步来回对敌作战，开创了赣南、闽西十几个县的工农民主政权。
1930年，蒋介石与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等新军阀间爆发了参战兵力高达100多万人、时间长达7个月的中原大战和湘粤桂大战，50多万人战死，无数百姓家破人亡、流离失所。忙于征服地方军阀以实现独裁统治的蒋介石无暇他顾，主力尽调军阀混战。
新军阀混战的1930年，给革命带来了又一次大发展的时机。红四军趁此空隙，展开行动部署，深入土地革命，推翻千年来封建制的社会结构和阶级关系，发动农民捍卫革命成果，扩大工农武装和苏维埃区域。到1930年10月，毛泽东、朱德与彭德怀的红三军团会合，成立红军第一方面军，朱德为总司令，毛泽东为总政委，全军发展到4万人，初步开创中央革命根据地。根据地得到了不断地巩固和扩大，红军战斗力不断提高，能担负的作战规模越来越大。
中原大战结束不久，对共产党充满忌惮的蒋介石从1930年年底到1931年7月间，依次调派10万、20万、30万地方“杂牌军”和嫡系部队，对中央苏区接连发动三次“围剿”。红一方面军在毛泽东、朱德的领导下，利用杂牌军和中央军的利益矛盾，灵活运用“十六字诀”游击战术，取得了三次反“围剿”的胜利，将长期被敌人分割的赣南、闽西两大块根据地连成一片。
1931年11月7日至20日，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叶坪隆重召开，成立了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标志着中央革命根据地(中央苏区)成功创建。
中央革命根据地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工农武装创建的全国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根据地，是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所在地。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形成的同时，湘鄂西、鄂豫皖、赣东北、湘鄂赣、湘赣等革命根据地也在发展的良好势头中，全国苏维埃区域已发展到十几个省二百余县，面积扩大到16万平方公里，拥有1000多万人口，红军发展到10多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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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大礼堂旧址。1933年的4月，临时中央政府从叶坪迁到沙洲坝。为了解决大型集会的场所，尤其是为准备召开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临时中央政府决定建造大礼堂。大礼堂风格独特、气势雄伟，它的造型是八个角，如果从高空往下看，就像一顶红军的八角帽，寓意着红军永远驻扎在这块红色的土地上。
1933年中央红军取得第四次反“围剿”胜利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下辖省、县、区、乡四级政府，根据地扩大到地跨江西、福建、广东三省的广大地区。其中，中央苏区内由中央政府直辖的省级苏维埃有5个，江西省(38个县)、福建省(20个县)、闽赣省(25个县)、粤赣省(9个县)、赣南省(8个县)，另有瑞金、西江、长胜、太雷4个中央政府直属县。除中央苏区外，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还下辖湘赣省、湘鄂赣省、闽浙赣省、鄂豫皖省、川陕省、湘鄂西省、湘鄂川黔省、陕甘边区、闽东、琼崖、左右江等省(特区)苏维埃政府。
1933年3月4日，日军攻陷承德，大举入侵华北，加速了对我国的进一步蚕食，铁蹄肆虐，山河破碎，近在咫尺。然而蒋介石却置民族危亡于不顾，坚持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方针，决心全部消灭共产党和红军。从1933年9月25日至1934年10月间，蒋介石亲自坐镇南昌，调集约100万兵力，对中央苏区及其周边苏区进行大规模的第五次“围剿”。同时对苏区实行经济、交通封锁，企图逐步压缩并摧毁苏区。
此时，在党内占统治地位的“左”倾教条主义者拒不接受毛泽东的正确建议，用所谓“正规”战争代替人民战争，红军完全陷于被动。经过一年苦战，终未取得反“围剿”的胜利，革命力量大受损失，最后在博古、李德的错误指挥下于1934年10月仓促退出根据地。
二、毛泽东中央苏区经济思想与中央苏区的财政、经济与金融
(一)毛泽东中央苏区经济思想述略
国民党反动派的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给根据地军事补给和工农业生产带来了极大困难，面对经济问题，毛泽东率先思考的是苏维埃政府领导群众开展经济斗争和经济建设。
1928年10月5日，毛泽东为中共湘赣边界第二次代表大会撰写决议，其中内容的一部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原题为《政治问题和边界党的任务》)首次告诫边界党要重视经济问题、解决经济问题，否则割据将要遇到很大的困难。
1930年5月，毛泽东对寻乌城乡的经济关系和阶级结构进行了周密的调查研究，写下《寻乌调查》一文，解决了土地革命中按人口平分土地、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等几项重大政策问题，也进一步深化对土地使用权、收益权和所有权的认识。
1933年8月，毛泽东在《必须注意经济工作》中对经济战线的理念和思路作出及时回应，“革命战争的激烈发展，要求我们动员群众，立即开展经济战线上的运动，进行各项必要和可能的经济建设事业。号召群众购买公债，发展合作社，调剂粮食，巩固金融，发展贸易，号召他们为着这些口号而斗争，把群众的热情提高起来。”“只有开展经济战线方面的工作，发展红色区域的经济，才能使革命战争得到相当的物质基础”“要努力发展农业和手工业的生产”。
1933年11月至12月，毛泽东前往兴国长冈乡、上杭才溪乡进行了深入的社会调查，写成《长冈乡调查》和《才溪乡调查》，总结了关于政权、经济、文化建设等领域工作的群众经验和规律认识。
1934年1月22日—2月1日，在江西瑞金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毛泽东的报告《我们的经济政策》明确了经济建设的中心问题，“我们的经济建设的中心是发展农业生产，发展工业生产，发展对外贸易和发展合作社”，同时阐述了关于国民经济体系建设的基本思想，“现在我们的国民经济，是由国营事业、合作社事业和私人事业这三方面组成的。”这一系列有关经济发展的光辉思想，回答了根据地经济建设的目的、动力、方法等理论和实践问题，阐明了我们党领导根据地经济工作的阶级立场、发展模式、革命道路等重大政治问题。
(二)毛泽东中央苏区经济思想实践：中央苏区的财政、经济与金融
农业生产是经济建设工作的第一位。中国共产党和中央工农民主政府针对劳动力问题、生产资料问题、水利问题等困难，制定了一系列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方针政策，从政治上发动群众，不断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通过国家财政信贷方式以支援，开垦荒地、兴修水利、增殖畜产，组织和调剂劳动力、开展互助合作运动、兴办劳动竞赛、鼓励深耕易耨，组织国营商业和消费合作社为农业提供生产资料和收购农副产品。在外有强敌环伺、内则百废待举的艰苦条件下，使农业生产得到恢复和发展，处处是“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的大好势头。
战时经济一切企业的发展首要保障供给红军。大规模革命战争的军需、后勤需要有基础的工商业经济作后盾。中央苏区地处贫瘠山区，工商业都十分落后，手工业在帝国主义商品倾销下每况愈下。面对如此薄弱的经济基础，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坚持从中国革命和根据地的实际出发，尽可能地发展公营经济、群众集资合作社经济，鼓励私人经济，发展国民经济来增加财政收入，运用财政金融杠杆，对不同的阶级采取累进税、信贷等不同办法，把财政税收更多放在剥削阶级身上，银行低息或免息贷款给广大工农群众，反对为争取工人阶级而采取教条的、片面的短视福利观，建立起独立自主的财政经济体系和货币金融体系。
中央苏区颁布了一系列法规法令，《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以及土地法、劳动法、婚姻法等约120部。有关财政、经济、金融的法案如《经济政策》、《劳动法》(1931)、《暂行财政条例》、《关于合作社暂行组织条例》(1932)、《工商业投资暂行条例》、《国家银行暂行章程》纷纷出台。为从经济上支援革命战争，巩固工农联盟，针对帝国主义手中的企业和手工业，“实行国有(租界、海关、银行、铁路、船业、矿山、工厂等”；针对中国资本家的企业及手工业，“尚不实行国有，但由工厂委员会、职工委员会，由工人监督生产”；针对私人资本，允许其自由投资经营工商业。
成立国家银行巩固金融。没有工农民主政权的货币，商品流通就会受制于军阀的货币体系；没有工农民主政权的金融信贷，工农业就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要切断帝国主义豪绅买办的吸血管，倾覆半封建半殖民性质的货币金融体系，必须破旧立新：建立苏维埃政权国家银行和金融组织，发行苏维埃货币，取缔国民党反动派杂钞劣币，控制和集中现金，将资金更多地投向革命事业和工农阶级。
统一财政加强财政管理。从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开始，毛泽东确立了中国工农红军初创之时三大任务：打仗消灭敌人，打土豪筹款子，做群众工作。红军筹款取之于敌，自筹自给的财政方针为工农武装割据做好了财政和物资准备。中央工农民主政府成立后，颁发《暂行财政条例》和《暂行税则》，要求各级财政收入统一送交中央财政部，严格执行预决算制度，给予公营经济和合作社经济必不可少的财政支持，同时运用财政杠杆，区分不同阶级采取没收、征发、捐款、累进税等不同办法，把财政的征收重点放在剥削阶级上，彻底推翻靠向人民征收数倍税赋、搜刮民脂民膏来豢养王侯贵族的剥削阶级专政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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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政策、暂行税则、借贷条例、投资条例、财政条例、统一财政训令》为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讨论通过后颁布的。主要内容有：1.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项英、张国焘署名，公历1931年12月1日颁布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经济政策》；2.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项英、张国焘署名，1931年12月1日实行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暂行税则》；3.1932年2月1日发生效力的《借贷暂行条例》；4.1932年1月实行的《工商业投资暂行条例》；5.1931年12月颁布实施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暂行财政条例》；6.1931年12月29日公布的《人民委员会训令、即统一财政训令》财字第二号。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坚持深入调查研究，不断总结发展经济的正反两方面经验，在实践中摸索带领群众摧毁旧的生产关系，巩固新的生产关系，建设新民民主义财政、经济、金融体系。到1934年年初，中央苏区工厂有兵工厂、被服厂、印刷厂、中央钨砂公司、造纸厂、纺织厂、材料厂等32个，私营工业和手工业80多家，形成以军需工业为主体的国民经济体系雏形；纸业、农具、炼铁等生产合作社开办了二三十种。粮食调剂局、国营饭店、工农药店、对外贸易局、中华商业公司等商业机构使红色腹地的商业渐趋活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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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从1933年后，军事、财政、经济的“左”倾政策给中国革命带来了严重危机，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混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对农民和城市下层小资产者以外的不同阶级者，执行所谓“一切斗争”的政策，打击富农、私人资本、损害工人阶级利益、影响国营企业和工农业生产，财政支出剧增，收支严重失衡，苏币不断贬值。
　　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成立
　　金融是一国经济之命脉。没有统一的货币和金融，就不会有统一的财政，更不可能独立自主的发展经济，政治与军事将势必受制于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诞生伊始，就决心在苏维埃区域内创建独立自主的统一金融体系，创办苏维埃共和国自己的国家银行。1932年2月1日，在敌军围困万千重的残酷战争环境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在瑞金叶坪村宣告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战争时期所创办的国家银行，是工农民主政权的第一家国家银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的成立是建立全国性工农民主政权国家银行的伟大尝试，对中国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金融事业都具有深远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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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瑞金叶坪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旧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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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银行”玉印：印面为正方形，印面阳刻“国家银行”四字。印的上部为一尊佛像，高约4.2厘米，佛像雕刻而成，长袍大袖坐在云海之中，给人一种飘若仙境之感觉，具有一定的艺术价值。1932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成立后，刻制启用。
战争是流血的政治。经济金融的保障刻不容缓，来不得半点迟疑和等待。中央执行委员会指定财政人民委员部委员毛泽民负责筹备国家银行，调闽西工农银行会计科长曹菊如协助，其他还有3名工作人员，会计一人，出纳一人，勤务员一人兼管兑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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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民(1896年4月3日-1943年9月27日)
毛泽民，最广为人知的是作为毛泽东的弟弟，毛家英烈之一，他还是中国共产党内早期为数不多的金融奇才。毛泽民担任总经理的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个经济组织，发行了最早的红色股票；1925年，毛泽民调任中央出版发行部经理，在大革命的狂潮风暴中，在北伐的狂飙突进中，在反革命的腥风血雨中，为党的革命书刊出版发行出生入死，在全国20多个城市乃至香港、巴黎和柏林建立分销处；1932年，毛泽民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首任行长，短短几个月，筹建国家银行、设立分支机构、造纸、铸币，创办中华钨矿公司、建立赤白间的贸易“特区”，大大增加财政收入和国家银行基金实力；长征路上在遵义，毛泽民带领国家银行工作人员12天昼夜之间发行和回笼“红军票”，古今中外未有所闻；全面抗战时期，毛泽民与邓发一起负责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工作，在盛世才政府担任代理财政厅长，在错综复杂、险象环生的新疆政局中，以摧枯拉朽之势，快刀斩乱麻治理财政乱局、改组银行、改革币制，引进陕甘边区政府法令与章程，造福于新疆人民。不幸的是，1943年9月27日，毛泽民被抗日“同盟者”所忌惮出卖，盛世才奉蒋介石之命将其杀死在迪化，时年仅47岁。
[image: http://www.cfthinkingfront.cn/imageRepository/0a22bf74-1830-4d07-8880-6187e0a03441.jpg]
曹菊如(1901年5月-1981年1月)
参与创建的另一位红色金融家曹菊如，1901年5月出生在福建龙岩，1920初出国任印度尼西亚组织华侨救国会秘书，1930年回国参加革命，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闽西总工会秘书，闽西工农银行委员会委员、会计科科长、党支部书记等职。国家银行正式营业，先后担任会计科科长、稽核处处长、国库处处长、业务处处长，以及党小组长、党支部干事、党支部书记。长征到达陕北后，曹菊如被委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西北分行副行长；全面抗战和解放战争期间，相继担任陕甘宁边区财政厅代理厅长、东北银行总经理、东北财委秘书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曹菊如出任中国人民行长兼党组书记，全国政协常委等职。他在不同时期的金融工作岗位上，以全部精力和才智，为粉碎敌人的封锁，巩固、扩大根据地经济建设，支援革命战争，建立和巩固社会主义货币金融体系，促进国民经济的全面发展，奉献了自己的一生。
当年，曹菊如等四名工作人员就在毛泽民的带领下，经过二个月紧锣密鼓的筹备，正式开始营业。后来随着业务发展，国家银行总行的组织机构和人员日渐增加，至1934年7月国家银行总行迁往云石山陂子村时，全行正式工作人员由初创时的五人发展到了七八十人。(中国金融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红色金融史编写组编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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